
第一章　　　　晚清反教运动的历史回顾

中年春，中国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非基督教运动，

年以后，国共合作形成，国内民族主义高涨，

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卷入其中。他们创

立非基督教同盟，撰写文论，发表演说，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宗

教批判热潮。

年，在此期间，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受到自义和

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非基督教运动逐渐“政治化”，演变成以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基本内涵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

续进行了

年共产党获取大陆中国前半个世纪，

团运动以来最为猛烈的冲击。日本学者山本条太郎在《远东季

刊》上著文指出：“在

年的义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两次运动都

中国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

和团运动，一次是

这引发了东、西方冲突以及中国人反对外来文化的严重危机。”

位日本学者把非基督教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意在强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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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基督教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其实，如果从思想文

化史的角度审视，非基督教运动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以及所产生的

影响都远非义和团运动所能比拟。义和团运动只是一次中国民众

对外国列强侵略的郁愤情绪的爆发，多少带有盲目排外的色彩。

而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一次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理性思维和批判，

它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宗教信仰、教育科技乃至中

外关系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为什么在共和国制度业已建

立、“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界还要发动

一场反对基督教文化的运动？这场运动与近代历史上中国官民广

泛开展的反教运动到底有没有潜在的渊源关系？在回答这些问题

之前，有必要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以及晚清历史上的反

教运动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基督教是公元 世纪时脱胎于犹太教的一门宗教。公元

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又产

年东、西教会大分裂，该教在原有教派的基础上形成天主

教与东正教两大派系，在

。

生了新教等众多派别。基督教派中最早传入中国的是聂斯脱利

派，这一教派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景教”。大约在唐太宗贞观

年间，该教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传入中国。后因武宗灭佛，殃及

景教，传入中国的这一基督教教派很快在中原销声匿迹 世

纪中叶，教皇伊诺森特四世派方济格教士卡皮诺前往和林，企图

使大可汗贵由皈依天主教，结果败兴西归。元朝建立后，教皇多

页。①冯承钧：《景教碑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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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伦敦布道会的派

次遣使来华，中国领洗之人日渐增多。不过当时奉教者几乎都是

被称为“色目人”的少数民族，尚未发现汉人奉教。也许正因为

如此，当元朝统治倾覆之时，天主教也就随之衰落下去。

天主教在中国的冷遇曾一度因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努

力而有所改观。利玛窦谙习中文，尊重中国传统礼教，采取交结

权贵、传习科学的办法，在中国获得立足之地。他留居中国期

间，积极传教，施洗人数多达 千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

物都受其影响，成为耶稣信徒。但好景不长，清初“礼仪之争”

发生，耶稣会就天主教是否应该“中国化”与多明我、方济格等

会发生的争执被诉诸教廷，教皇就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拜孔

发出“禁约”，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康熙皇帝盛怒之下，谕

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位再次一落千丈。

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在中国起步较晚。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

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

遣，于

年，《旧约全书）连同早已译成并发行的

年到达中国，开始从事《新旧约圣经》的翻译与

（英华字典）的编纂工作。经过多年努力，马礼逊完成了这两项

艰巨的文化工程。

卷也全部《新约全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同年，《英华字典》

年

出齐。马礼逊不仅是第一位来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而且是

第一个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完整地介绍给中国的人。然而，

使他抱憾终生的是，尽管他一直为之竭心尽力，直到他

因病离开人世，他都未能实现其进入中国内地的愿望。在马礼逊

之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如裨治文、郭实腊、卫三畏和伯驾等人，

虽然无时不在祈祷，“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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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帝与这般人民打交道的路总算打

，并为此积极努力，但是，直到

① ）

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

鸦片战争战火燃起，他们都未能为福音的传播打开局面。

鸦片战争之后，形势丕变。 年清军在战争中彻底败北，

清政府的议和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在英国军舰的炮口下，与英

国方面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久美、法接踵效尤，分别威逼清

政府与之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以这些条约为护符，

基督教传教事业终于得以在中国生根并迅速滋长。

后因法国使臣刺萼尼

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

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

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

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

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提出要求，耆英奏请“弛汉人习天主教之禁”，不久又提出发还

雍正年间查封的天主堂旧址，均获照准。清政府在传教问题上的

这一系列让步，使外国传教士兴奋异常，把它看作是“传教史上

划时代的新标志”

。开了

当然，第一批中外条约为传教事业开拓的道路仍然十分狭

窄，传教士进一步拓宽将中国引向“彼岸世界”的道路是《天津

条约》签订以后的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兵临城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三联书店 年版，第 册，第

页。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版，第④见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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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天主教已陆续在澳门、南京、北京设置了

年

世将中国划为五大教

下，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天津条约》，将自由传教的规定更加

明确地写进双边条约。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传教宽容”政

策。尽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真正改变了对传教事业的仇

月

视，但客观上却为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刺激了

日，新教传教士杨笃他们传播上帝福音的热情。

信写信给伦敦差会，报告刚刚签订的《天津条约》可能对教会事

业产生的影响，他写道：

。

就这样，中国差不多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

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受到我们控制。

每个已经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及其国内差会，如果不去占

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立

足之地，那将是一种罪过

也许是为了避免获“罪”吧，战争一结束，在华各基督教教

派便各显神通，迅速掀起一场以“十字架征服中国”为目的的传

教运动。

外国教会首先在中国划分教区，发展教会组织。以天主教为

例。从

年，教皇里欧

个主教区，在香港、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等地

设置了代牧主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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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建立了基督教教堂， 年扩大到

。基督教新教欧美各差会也

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曾先

《圣教杂志》第 年第 年第期第 页：第

区，分别任命教区主教，实施管辖

进步之处。但该教内部派别林立，各自为政。

满怀热情，派遣传教士赴华活动。新教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此其

世纪来华活动

年和

的主要有路德宗、长老宗、浸礼宗、公理宗、监理宗、圣公宗等

宗派所属各教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信义会、长老会、伦敦会、

公理会、浸礼会、福音会、美以美会、循理会等。为了协调动

作，推进共同事业，

后两次在华召开各派联合举行的全体会议，对如何在华开展传教

活动问题取得一些共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随着在华教会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传教士的栖息场所教

堂在中国城乡大量涌现。以安徽为例。据各府、州、县的“册

所，其中宣城最多，报”，

达 所。

年安徽各州县共有大小教堂

所，其次是芜湖县，有 个册报州县，平均每个

所所，就连僻处大别山中的霍山县，也有教堂 。如果说

年

安徽地处中国东南，且得长江通航之便，那我们不妨看看边疆省

份云南的情况。据（中华基督教年鉴）等资料记载，从

克拉克夫妇在大理建立第一座教堂、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乔治

次年内地会在昆明建立总堂以后，云南各地很快教堂密布。截止

清末，全省已有

年，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在云南兴建的教堂已

座

个县，到

多达 。另外，在比邻云南的四川，教堂的增加也“有似

期第 页。五大教区划分

如次：第一区为直隶、辽宁、蒙古：第二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为

两湖、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为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第五区为两广、福

建、香港。

冯煦：《皖政辑要》

年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安徽省图书馆藏。

期：《中华归主》，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第 6 页



人；新教共有教职人员 人，教徒

万余所教堂总数已多达

教徒

人

世纪末，仅重雨后春笋”，“自省会以迄县治，教堂几遍” 。

庆一个地区，教堂医馆，便“约有数百所” 。到

。

年，全国

世纪初年，在中国城乡，几乎到

处都可以看到阴森的教堂上直指云天的尖顶，众多教堂传出的震

耳欲聋的钟声，已经打破了中国城乡千百年来田园诗般的宁静。

随着一座座教堂拔地而起，外国传教士以及中国教徒的人数

年，共有外国传教士 人，教

。在新疆，据清末的统计数据，天主教共

人，到

人，教徒

人。在安徽， 年

人，则多达 。在四川，仅新教便有倍

年送呈总理衙门的抄人

个教会分布全川各地，从事宗教活动，其传教士人数在清末已达

。在山东，据德国公使巴兰德

人，教徒已发展到单统计，仅德国派出的传教士便有

人。到 人，年代末，仅山东南教区兖州总堂便有中外教士

人

年才进入东北，

。在东北三省，教会势力的发展亦极为迅速。以

新教为例，该教 年已有教徒 人，

人，年后增至 年则猛增至 。教会势力还

世纪下半叶，在台湾从事布道活动的新教传伸展到了台湾。

期，梧生：《排外与仇教》，《四川）第 年

页。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中华归主》，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年版《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

《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见

《巴县档案》。

第 页。

页。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同上书，第

人

也激剧增多。在云南，截止

徒及慕道友

有教职人员

年统计的教徒人数为

年间增长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月。

年版，第

年版，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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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由于资料缺人

人，英

月

年，加拿大长老会拥有教徒

教士主要有英国长老会和加拿大长老会两派，经过辛勤传教，两

派皆教徒成群。到

国长老会拥有教徒

世纪

年前相万人和

乏，目前还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但已有的研究表明，

万人，与末，天主教和新教教徒分别为

比，前者增加了 ，后者增长了

。

倍。在教徒增加的同时，

传教士的人数也有相应的增加

传教。因此，他们

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动机颇为复杂，其传教方式也不尽相同。

按传教方式，来华传教士可分为“基要派”与“自由派”两派。

基要派主张按（圣经）原义宣传教旨，发展信徒；自由派则主张

借助教育、科技、出版等文化事业启迪民智，吸引信徒，间接传

教。基要派多属天主教教派，自由派则多属新教教派。两派互相

攻讦，各不相让。然而，不管双方分歧有多大，有一点是共同

的，即他们都希望完成其来华的主要使命

年开始面向中国活动，当然，在没有

都把《圣经》的推销视为一件关系其事业成败的大事。各国教会

为了传布《圣经》，都成立了一种叫“圣经会”的组织，专施其

事。在近代来华各圣经会中，美国圣经会影响最大，传布的《圣

经》也最多。该会从

年条约保护的时代，效果并不理想。马礼逊在 日给

年，清政府开始允许（圣经）销行，但情况

美国圣经会的复信中承认：“目前《圣经》在中国本部还是销行

不了，就是《圣经》以外的小册子，凡是说及了耶稣的，都一概

禁止售卖。”

①陈碧生：（台湾地方史》，第

根据前引顾长声书第

③萧子升：《圣经与中国》

页。

页。

页提供的数据统计。

载罗章龙编《非宗教论》，巴蜀书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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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特别是从但据此得出的年增长率已达到

或许还有遗漏，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以上数据尚非逐年统计，

由表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圣经会在华所售（圣经）

页。）见罗章龙编（非宗教论）第（资料来源：萧子升（圣经与中国）

美国圣经会在华印销《圣经》数量表

并没有出现大的转机。《圣经》得以在中国大量销行是在第二次

鸦片战争以后。请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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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销售总数本，与此前年间共销年，

年，美国圣经会在中国销售本相较，几乎翻了一番。截止

的《圣经》已逾两千万本，为此所耗经费高达

金

元美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供的是美国圣经会在华销售《圣

经》的数量，它只是外国传教士在华所售《圣经》中的一部分，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别的著作能够与《圣经》的发

行量相比。

世纪

此外，教会教育、卫生及慈善事业也发展迅速。以教育为

例。从 年代初马礼逊、理雅各以及阿尔赛德等人在华

教会学校大量招收教内外中国学生，致使教会学

开办第一批教会学校开始，到辛亥革命发生前，教会教育在中国

新式教育中的地位已举足轻重，不容忽视。从幼稚园、小学、中

学到大学以及包括盲聋哑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教会学校的数量已

多达数千所。

校学生数呈直线上升趋势。下表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情况：

页。第《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附录“基督教学校数及学生数表”

页。萧子升：（圣经与中国》，载罗章龙编《非宗教论》，第

年全国教会学校学生的数量较之根据表内数据计算，

卷第 期所列图表改制。）（此表系据《新教育》第

表晚清全国教会学校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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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里，它编译出版的文字累计达

倍， 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年增长了 ，其发展之

快，令人咋舌。在文化、卫生及社会慈善事业领域，人们也可以

看到同样惊人的发展。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

里，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了近

中国报刊总数的

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

，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

献。例如

创办的。教会新闻机构也广泛建立并且为传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年由英、美来华人士在上海创立的“广学会”，便

是一个以“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为宗旨的团

体。在不到

《万国公报》在页，其主要机关报 年内，共

计发行近

。传教士在华所办卫生事业也不容忽视。

期，成为传教士所创办的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广、

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

年底，传教士在中国设立了据统计，截止 家医院，其中

余所。

影响较大的有广州眼科医局、上海仁济医院、天津法国医院、汕

头福音医院、上海同仁医院、汉口仁济医院、杭州广济医院、苏

州博习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南昌法国医院等

人次

年，在北京、张家口、通州、庞庄、山西等地的教会医院

中，仅接受手术治疗的便多达 。传教士毫不隐讳地

。从这一手说：他们设立医院，“无非是用治病为传教的手段”

段被如此广泛地利用，也就不难逆推其传教事业是何等兴盛了。

此外，传教士还在中国办有大量育婴堂及矜寡孤独院，这些慈善

页。年大会记录》，第《在华新教传教士

页。

第期修等：《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扩张》，载《近代史资料》总

页。

年版，第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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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晚清教案原因分析

传教洋人相望于道”

。

机构星罗棋布般点缀于中国城乡，构成了教会庞大事业的有机组

成部分。

惊人的发展。

总之，鸦片战争之后数十年间，教会势力在中国已经取得了

世纪末，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

的景象。到了 世纪初，中国更是成了

传教士任意往来的乐土。早期来华传教士如马礼逊、郭实腊、裨

治文等人为之呕心沥血但却始终停留在梦境阶段的基督教福音事

业，由于有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终于在晚清的历史发展中，成

为现实。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本世纪

教会势力的发展与晚清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相伴始终。在华

教会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才得以存在和发

展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教会事业与中国社会传统及现实的不

相容性。因此，随着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激剧膨胀，中国人民反

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亦愈演愈烈，由此形成为数众多的“教

案” 年代， 余

余起年间，大小教案总计达

近代教案的发生，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有密切的

关系。不容否认，不少传教士确实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来

《山东省志资料） 期，第年第

由于对“教案”一词未能统一定义

湾学者陈银昆著《清季民教冲突量化分析

次。而美国学者费正清间，教案总数为

页。

余次。本书数据系据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一书附录（中国教案及民教纠

纷简表）统计，详见该书第

年年之后

页。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的数据出入颇大。台

》一文认为，

统计的同期数字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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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不加掩饰地说：“在美国领事与美国传

到中国的，他们孜孜不倦地劳作，将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介绍给中

国人，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促使中国朝着近代文明的方向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有一些传教士积极主动服务于西方资本

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干了不少与其神职人员身分不相符合的

事。外国教会标榜“宗教脱离政治”，但一些传教士却反其道而

行之，积极参与政治，使一部西方教会在华传播上帝福音的历

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成强权政治扩张史。

早在 世纪，西方殖民事业刚刚拉开帷幕，西班牙驻菲律

宾总督和传教士就曾建议派兵攻打中国，企图在推行殖民事业的

同时，“使中国基督化”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在华传教的

历史，则更是成了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事殖民扩张的历史。

教会势力随着列强对华殖民侵略的加深而发展，传教士在华活动

的历史已成为列强侵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传教士为实现

“中华归主”的目的，竭力配合其本国政府从事侵华活动。例如

郭实腊、裨治文、伯驾、卡勒利等人，就曾分别协助英、美、法

等国代表胁迫清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在晚清数十年的历史中，

一些传教士一身二任，在致力于完成其教职规定的使命的同时，

亦谨念其世俗使命。他们平时在中国各地搜集各种信息情报，非

常时刻则直接参与列强的对华政治、军事及外交行动。美国传教

士斯贝杰

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向美国政府提

教士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谅解存在，即后者受命把所在地的一切

情况向领事汇报。

交的报告中亦指出：“这些先锋队（指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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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页。

杨天宏：《普法战争与天津教案》

年版，第

文 第

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

年

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艘军舰前往南京，以示威慑。

年，扬州教案一爆发，英国署

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

斯贝杰与田贝的

上述言论，充分证明了传教活动与列强侵华政策之间的联系。

从另一方面看，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又都得到了他们本国政

府“赤裸裸的武力”支持。

理上海领事麦华陀立即派出

。

年天津教案一发生，英、法、德、美、俄等国公使立即向清政府

提出“抗议”，各国军舰亦受命云集天津口外，俨然一付开战架

式。英国公使威妥玛召集外国租界人员，组成“义勇军”，在租

界地游行并演习。法国舰队司令则威胁要将天津“化为焦土”。

当时，尽管普法战争已经爆发，普鲁士与法国已处于交战状态，

然而，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包括普、法两国在内的各资本主义

列强仍然商定了在军事上协调一致，以保护传教事业及其它在华

利益的行动原则

年

列强政府与基督教会在侵华问题上彼此支持体现了“基督教

与帝国主义政客的互惠性”。这种“互惠”关系在对教案损失的

索赔上可以看得十分明白。据台湾学者陈银昆统计，从

年间中国偿付到

两。“这个数额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教会在教

年，教案赔款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总计

的赔款为

案中的房舍与财物的损失。它所包含的实在是列强与教会的总体

相关利益。”

台北

页。

）台北师大史研所硕士论

页，转引自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

第年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载《教案与近代中国》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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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记载，

万亩的土地，

由于有本国政府以武力撑腰，传教士中一些人有恃无恐，尽

情肆虐。以传教士在各地攘夺土地的情况为例。自从“任法国传

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一条款被加进（中法北京续

约）中文本并经

。他们采取强买

年订立的（柏尔德密协定）予以承认后，

传教士很快在中国各地掀起掠夺房地产的热潮

，但从一些具体的反映个别地区情

硬索，盗买盗卖以及侵占垦地等各种方式，巧取豪夺，侵占房地

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教士到底占有多少房地产，由于缺乏

资料，很难作出完全的统计

况的记载，亦可窥其全貌。

据顾颉刚先生记载，在内蒙绥远一带，经比利时等国传教士

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本世纪初，“每个教堂各领有蒙地数百千顷，

筑室耕田，自成都邑，仿佛一个个的小独立国。”

在宁夏磴口县有一片归阿拉善旗直辖、面积达

。另外在察哈尔，据贻

庚子事变后，因“教堂赔款未清，竟归外人整理”。传教士在当

地“开渠放垦，已得良田十余万亩。每年仅向阿旗王府纳包租银

一万余元，而收入乃达四十万元左右”

谷 年奏称，已出现了“教商日众，教产日多”的发展势头。

一些教会人士“未与蒙旗商定领地即行垦种”，甚至“强争越占，

有恃无恐”。贻谷认为，“就现在论，教已多于庚子前，再十数

年，势必无人不教，无地不教”

不足为据

《中法北京条约》以法文本为准，“租地买房”之内容仅存在于中文本内，本

但《柏尔德密协定》签订后

值

据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估计，

万法郎。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册，

年贻谷：（垦务奏议》，光绪 日附片。

第

这一内容也就具有了法律效力。

年仅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产便价

页。年版，第

页。年版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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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情况已翻然改观。据美国驻镇江领事奥森汉的商务报

告称：“教会异常增加是此地的新奇景象⋯⋯。这里每个教派都

“教士收买租界内及租界附近的名胜地，修建房屋，开设医院及

学校者颇多” 。在直隶清苑县，“自经庚子变起，县属各村公

地，固已大半作为赔款”，划归教堂所有 。情况最为严重的是

镇江。镇江于 年开埠，当时教会财产寥寥无几。但是到了

页。

买了地产，建造了华丽轩敞的房屋。” 传教士将购置的房地产用

于出租牟利。

。

年，佃户要求教堂减少租赁费，聚集请愿者

多达二、三百人，由此可见镇江教会房地产之巨

传教士不仅大肆掠夺侵占房地产，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压制官

长，欺侮百姓，借教肆虐，为害地方。他们无视中国官长，认为

自己见官高一等，有的传教士甚至以“一府长官自居，任何人不

能过问” ，直接干预地方政务；；有的则“与地方官并坐公堂”

《宣统元年

万亩，此数据与官方公布的数

月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见

《巴县档案》。此系官方统计数据，虽不完全，但与实际情况差别不至太远。吕平登

（四川农村经济）一书谓教会在川西所占田地便有

卷第

据差别过于悬殊，似不足为据。

《重修彭山志）第

页。

官书拾存》第

③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下

④罗正钧：《劬

日。《申报）

卷。《鄞县通志

卷，第《张文襄公全集》第

月年

文献志）第

页，民国

年

卷，第

年刊本。

第

页。

山一县， 。另外，在芜湖，年教会所占田产已多达千余亩

套又 间国在川教会已占有地产 ；仅彭亩，房屋

以四川为例，按四川洋务局的统计， 年英、法、美、德四

以上三例反映的均为塞外的情况，我们再看看内地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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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耀”

页

所到之处，“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大吏抗衡，且乘坐绿舆，仪从

。对于中国百姓，他们则视若草芥，任意欺压凌辱。他

们以教民为爪牙，为恶地方，制造事端，“小则勒索赔款，大则

多端要挟”，而教民则“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

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

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

不难看出，近代教案之所以层出叠现，大量发生，根本原因

在于外国列强的侵略以及部分传教士的为非作歹，严重损害了中

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之激而不复反顾。这

一层，就连曾经严厉镇压反教民众的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他在

给山东各州县的一份通饬中说：

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官平时为

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

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

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

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

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中国百姓在备受屈辱，积怨成仇的情况下，勃然而起，聚众喧

腾，焚毁教堂，杀逐教士，这种种激烈行动，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不过是受生存本能的驱使，在感到或预感到某种外来力量构

成了对自己个体或群体生存的威胁之时，所作出的一种自卫的反

四川教务》。

卷，第

《成都将军崇实奏》（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教务档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

页。刘福姚：《庚子纪闻》，载《义和团史料》上册

“传教”。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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